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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何以提升中国民众的政治信心 

——来自 CSGS2015 的实证证据 

苏毓淞 汤峰 褚向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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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反腐败以前所未有的高强度姿态在国家各领域开展，

对中国社会和民众心态产生深刻影响。在应然层面，相关研究肯定了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对提升中国公众政治信

心的积极作用。不过，上述论断还有待充足的经验证据对其进行实证检验。学界对反腐败提升公众政治信心作用过

程的系统性探讨仍有不足。鉴于此，文章从“公众对政府清廉感知”着手，通过对 2015 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

(CSGS)数据的实证分析，解答全面从严治党何以提升中国民众的政治信心。研究发现如下：第一，高强度的反腐败

行动提升了中国公众的政治信心。第二，公众对政府清廉感知的不同来源会对政治信心产生相反作用。间接评价正

向影响其政治信心，即政府清廉感知的间接评价越高，公众对政治信心的评价水平就越好，而公众清廉感知的直接

经历负向影响政治信心，并且间接评价的作用大于直接经历。第三，在反腐对政治信心的提升作用中，公众对中央

的政治信心高于地方。公众的政府清廉感知对中央、地方政府的政治信心分别产生独立影响。不过，这种独立效应

仅存在于间接评价对政治信心的影响上。此外，反腐对公众政治信心的影响还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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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力争夺取反腐斗争的压倒性胜

利(1)。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内容②,反腐败在未来仍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坚决

与腐败行为作斗争。早在革命战争时期，党便非常重视革命队伍纯洁性，制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新中国成立后仍继续加强廉

政建设，取得了显赫成绩(1)。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推进反腐工作。反腐败成为影响广

泛、最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之一。例如，伴随着反腐如火如荼地进行，新闻媒体对其报道络绎不绝，诸如“打老虎”“拍苍蝇”

等与反腐相关词汇成为社会大众的流行用语。 

众所周知，反腐败的重要目的是赢得民心、提升人民群众对政治体制的信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政清廉才能取

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2),“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反腐败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

持”(3)。相关研究亦肯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显著提升了中国民众的政治信心(4),而本研究将重点探究全面从严治党以来，反腐败何

以提升中国民众的政治信心。 

总的来说，学界已从多方面探讨了腐败和反腐败对社会经济与民众心态的影响(5),可是却鲜有实证研究对反腐提升中国民众

政治信心的过程详加考察。政治信心作为公众对政府的一种政治态度和评价，逻辑上用主观评价模式来分析政治信心的差异是

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因此，从微观层面的个体评价来澄清反腐败对政治信心的影响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不过，学界目前从

个体主观认知的角度解答反腐败对公众政治信心影响的机制研究还相对匮乏，该领域存在较大探讨空间。毋庸置疑，反腐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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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政治信心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心理作用过程。基于上述内容的考量，本文将从个体认知的微观层面着手，利用“公众对政

府清廉感知”这一因素来探究反腐对公众政治信心的作用过程。 

一、概念与文献回顾：政府清廉感知与政治信心 

(一)反腐败对政治信心的提升 

1.政治信心的基本含义 

对政治信心的理解离不开对信任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信任是伴随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全过程的一个重大问题。正如

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所言，“离开了人们之间的一般性信任，社会自身将变成一盘散沙。”(6)针对政治领域的各种信

任而言，公民对政府以及整个政治系统的信任在其中占据颇为关键的位置。从学术研究的历史脉络来看，1962 年，美国学者唐

纳德·斯托克(Donald Stokes)最早将政府信任(Trust in government)话题引入到美国的选举政治研究(National Election 

Survey)。其基于调查对象对政府的赞成性评价或否定性评价，将相关研究数据进行分类(7)。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多项关于

美国民意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和支持水平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8)
因而信任问题开始不断吸引美国

政治学众多研究者的注意力。在此之后，与政治信任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普遍关注。 

什么是政治信任?学界对此概念已有较丰富的讨论。概括来说，既有研究对政治信任的理解大体形成了两种基本的看法：其

一，将政治信任理解为民众主观层面的政治心理现象，其体现为社会公民对政治体系的特定态度、评价或信念；其二，将政治

信任视为公民与政治体系之间的政治关系。(9)从发生学和演变过程而言，政治信任是公民与政治系统互动的产物，它涉及公民、

政治系统与特定价值观念间的复杂关系，是“民众基于理性思考、实践感知、心理预期等对政治制度、政府及政策、公职人员

行为的信赖”(10)。尽管对政治信任在概念的具体表述与研究视角上还千差万别，不过学界大致都认同，政治信任是公众对政府

以及整个政治系统所做出与其期待相一致结果的信念或信心。(11)在此基础上，借助政治信任来理解政治信心这一概念似乎也无

可厚非。同时，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对信任的概念界定与信心亦紧密相连，两者含义颇为相似。例如，社会心理学家莫顿·多

伊奇(Morton Deutsch)便将信任界定为，互动过程中交往者共同秉持的、对双方都不利用对方弱点的信心。(12)而知名社会学家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信任是信心的一种特殊类型，而不是与之截然不同的什么东西。”(13)

基于此，本文认为政治信心便是政治信任，其属于民心的一种类型，指公众对国家和政治体制做出符合其期望结果的信心或态

度。 

2.腐败对政治信心的危害 

如前所述，促使美国学界对政治信心研究兴趣的契机是公众对政府信任水平的显著下降。根据丹尼尔·扬克洛维奇(Daniel 

Yankelovich)的研究，有三项正当性危机可能会导致民众对政府信任水平的降低：其一是道德的正当性危机，即对政治领导者

的廉洁与品德的质疑；其二是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危机，即对政治体系核心价值的怀疑；其三是功能的正当性危机，即对政府

运行效率的不满。(14)而学界普遍认为，公众的政府信任是一项由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社会心理现

象；其中，不论是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还是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腐败蔓延被公认为民众政治信心下降最重要的政治因素之一(15)。 

腐败通常指公职人员滥用公共职位的权力以牟取私利
(16)

。政治领域内腐败不仅意味着政府官员直接背叛了公众加诸于政府

的信任，而且也必然违背诸如责任、平等、公开等与政治制度合法性相关的基本政治原则。因此，腐败对每一项正当性危机都

起着直接的触发作用，最终将降低公众对政府信心。例如，米切尔·塞利格森(Mitchell Seligson)、斯蒂芬·莫里斯(Stephen 

Morris)等人的实证研究基于不同国家的资料验证了腐败侵蚀政治信心这一观点。(17)吴进进等人基于中国背景下的实证资料，通

过多层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发现，腐败显著降低中国公众对地方政府的政治信心(18)。孙文凯和王湘红的研究亦指出，腐败等政府

消极的行为会侵蚀中国公众对政府的信心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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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的反腐实践，相关研究在学理层面论证了反腐败对中国公众政治信心的提升作用。例如，季程远等人借助实证资

料的研究便发现，全面从严治党以来，大规模查处不法官员能显著提升中国公众对政治信心(20)。此外，在经验层面，国内主流

新闻媒介的报道也表明反腐败显著提升了中国公众的政治信心。不过，迄今为止学界对反腐提升政治信心的实证研究以及作用

机制的系统讨论还相对匮乏。此外，鉴于政治信心属于个体心理认知的范畴，本文将尝试从公众对政府清廉感知着手，以揭示

出反腐败提升公众政治信心的复杂作用过程。 

(二)政府清廉感知对政治信心的影响 

政治信心作为一种主观心理评价，逻辑上，直接影响公众政治信心的并非客观的反腐绩效，而是个体对政府的清廉感知。

因国家高强度的反腐行动，社会上的腐败现象被大力整肃，影响公众对政府清廉的感知，进而影响其对政治信心评价。当政府

清廉感知程度较高时，公众对政治信心的评价较好。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是公众获取政府清廉感知的两种主要来源，基于此，

本文将政府清廉感知区分为两类：直接经历和间接评价。不同来源的政府清廉感知可能会对政治信心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因

而在后续研究中将分别讨论其对政治信心的影响。 

政府清廉感知的直接经验是指公众本人或身边亲朋有过与腐败相关的客观经历。那么腐败经历对政府清廉感知以及政治信

心有何影响?朱江南等学者研究发现，在日常生活中有腐败经验的个体更易产生较低的政府清廉感知；(21)不过，伦敦大学国王学

院的萨拉夫特迪诺娃(Sharafutdinova)进行的跨国研究却发现，在控制政治制度这一重要变量之后，腐败经历对政府清廉感的

影响并不显著(22)。然而，李辉和孟天广指出，受访者在调查中会倾向隐匿个人的腐败经历。他们利用列举实验的方法对此类社

会期望偏差加以修正后，经实证分析发现，有直接腐败经历的人们有着更低的政府清廉感(23)。此外，袁柏顺基于中国 C 市的调

查资料分析也发现，有过腐败经历的民众会降低他们对政府清廉程度的评价(24)。公众的腐败经历对政府清廉感知的影响在学界

目前尚未能完全达成一致，尽管如此，基于中国实证研究发现的相关结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公众的腐败经历将降

低其对政府的清廉感知，进而降低其政治信心的水平。即：腐败经历将降低公众的政治信心。 

而腐败的间接经验则是指民众通过新闻媒体了解到腐败现象，进而产生的个人评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教授迈克

尔·德利·卡皮尼(Michael X.Delli Carpini)指出，传媒对政治信心影响最主要的理论范式是“媒体抑郁论”(media malaise)。

该范式强调媒体的负面报道或恶意攻击是造成公众对政府机构和政治人物不信任的关键因素之一(25)。受上述传播学机制影响，

人们主观认识与客观现实间甚至会产生很大程度的背离。例如，对新西兰民众一项调查研究便发现，在新西兰大约有超过 10%

的民众认为大部分或几乎全部政府官员都有受贿或腐败行为(26)。而与此认知截然相反，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 CPI 却显示新西兰

一直是世界上腐败最少的国家之一。李辉等学者在分析亚洲、非洲、拉美舆情数据后便发现，正是由于民主对公众腐败感知具

有“严厉”和“慈祥”的双重作用，处于民主程度越高国家的社会公众，具有越低政府清廉感知的间接评价
(27)
。既有研究对反

腐败与公众政府清廉感知的间接评价间关系还莫衷一是。例如，朱琳和宫伏佳基于中国实证数据的研究发现，政府反腐力度显

著提升了公众对政府清廉感知的间接评价(28)。不过，孙宗锋等人基于广东省两市的研究则发现，政府加大反腐力度反而可能降

低民众对政府清廉感知(29)。然而，倪星和孙宗锋通过分析中国 G 省的数据却发现，两者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30)。尽管尚存在

分歧，考虑到在我国，政府出台的各项公共政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积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响应民众的诉

求，同时结合相关实证研究的发现，本文认为，来自国家反腐败运动的间接经验降低中国公众对政府腐败状况的间接评价，使

其更容易产生较高程度的政府清廉感知，进而提升公众的政治信心。循此逻辑，政府清廉感知的间接评价会对政治信心产生积

极的影响。 

总而言之，学界对清廉感知影响公众政治信心已有一定的讨论，对本文进一步分析有所启示，不过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

相对而言，在现有研究中，公众对政府的清廉感知常常作为被解释变量，却鲜有研究将其作为解释变量来阐释反腐对公众政治

态度的复杂影响过程。此外，虽然在应然层面，政府清廉感知对公众政治信心的积极影响在社会各界得到广泛认同，不过这并

非不证自明。在实然层面，系统地探讨特别是利用经验数据来检验公众清廉感知对政治信心作用的研究还较罕见。不仅如此，

间接评价和直接经历对政治信心的作用截然相反。然而，大部分实证分析却未能区分上述公众清廉感知的不同来源，这无疑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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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了相关研究的解释力。 

(三)政治信心的相关影响因素 

在理论上，个体层面的人口社会学特征，诸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经济水平以及价值偏好等因素，往往会

对公众的政治信心和支持产生重要影响，即政治信心具有鲜明的群体差异(31)。例如，肖唐镖等学者在对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研

究中便发现，年龄越大的农村居民，其对政府信任的水平越高。而女性居民的政治信任显著高于男性居民。此外，党员身份对

农民的政治信任有积极推动作用，就农村居民对国家和政府的信任水平而言，党员群体要高于非党员群体；而农民的文化程度

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则不显著。(32)因此，在对政府清廉感与政治信心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时，也需要对个体经济地位以及政治价

值观等个体层面的关键变量加以考察，否则我们将难以呈现两者间复杂的关系。 

此外，作为政治信心的客体，政府以及政治系统是一个相对复杂的多层次体系。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李连江的分析，在当下

的中国社会，民众眼中的“中国政府”并非铁板一块。社会公众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信任度有着十分明

显的差异，借鉴费孝通“差序格局”的提法，李连江把这一现象表述为“差序政府信任”(Hierarchical Trust in Government)。
(33)

这一概念在研究中国政治信任的相关文献中被广泛接受，基于此，对中国公众政府清廉感与政府信心的关系进行研究时，有

必要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作为不同主体加以分析。 

二、本文的基本逻辑和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本文围绕“全面从严治党何以提升中国公众的政治信心”这一核心问题，从“公众对政府清廉感知”着手以揭

示出反腐败提升中国民众政治信心的复杂作用过程。本研究将公众对政府的清廉感知分为两种：间接评价和直接经历。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展开反腐败行动，对腐败行为零容忍，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诉求(34),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讲话所要求的，“及时发现和深入查处群众身边腐败问题”(35)。毫无疑问，

我国开展的反腐工作始终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积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36),理应得到民众的拥护。此外，倪星等学

者研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行动通过制度创新和措施得当，根本上改善了我国政府的廉洁状况(37)。通过建构全新的腐

败测量指标，过勇的研究发现，国家的大力反腐显著降低了腐败程度(38)。因而，全面从严治党以来，反腐行动能显著提升人民

群众对中国政府清廉感知的间接评价，公众易获得较高水平的政府廉洁程度的感知，进而正向影响到政治信心。与之相反，公

众对腐败的直接经历则会降低其对政府清廉程度的感知，进而降低对政治信心的评价。不过，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实证数据的检

验。当然，考虑到“差序格局”,在分析中还需要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区分讨论。 

为解决上述疑惑，本研究将对以下具体研究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第一，反腐败是否显著提升中国公众的政治信心?即公众对

反腐败绩效的积极评价是否会提高其政治信心?第二，不同来源的公众政府清廉感是否对政治信心存在不同的作用结果?第三，

考虑到“差序格局”的客观存在，政府清廉感知对中国公众政府信心的作用是否在层级上相互独立?同时，结合前文对文献综述

部分的讨论，本文在此进一步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反腐败对政治信心的促进效应。中国大力推动反腐败，积极回应公众的诉求，维护其切身利益。公众对中国政府反

腐工作的绩效评价越高，那么其政治信心的水平就越高。 

假设 2:政府清廉感知的直接来源和间接来源对政治信心的影响存在相反效应。基于此，进而提出以下两个分假设： 

——假设 2A:公众政府清廉感知的直接经验——腐败经历对公众政治信心存在削弱作用。公众的腐败经历越丰富，则其对政

治信心的评价水平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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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2B:公众政府清廉感知的间接经验——间接评价对公众政治信心存在提升作用。公众对政府清廉感的间接评价越

高，则其政治信心的水平越高。 

假设 3:政府清廉感知对公众政治信心(中央)的作用并不影响其对政治信心(地方)的效果，公众的政府清廉感知对相应层级

政府信心的影响相互独立。公众对中央的清廉评价越高，那么其对中央的政治信心也越高，不过并不会提升对地方的政治信心；

公众对地方政府的清廉感越低，那么其对地方的政治信心评价也越低，但并不会降低对中央的政治信心。 

三、研究设计：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 2015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全国调查数据(CSGS2015)进行实证资料的分析。此次调查是全国范围内首次就城乡社会

治理问题所开展的专项问卷调查。调查由清华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和南京大学等高校联合设计；来自清华大学、西南交通大学

和上海交通大学等 12所大学的师生实施了相关调查活动。调查于 2015 年 7月启动，历时 5个月，涵盖全国 26个省市区，共随

机抽取 125 个县级单位，完成有效样本 4068 份，有效完成率 67%。调查严格按照社会科学规范操作，所获数据具有较高的质量。

CSGS2015 满足了本文分析的数据要求，笔者根据研究需要选取相关变量(详见表1)。 

(二)变量定义与操作 

1.因变量 

政治信心是本文研究的因变量。考虑到“差序格局”可能会存在，我们选取问卷中的两道问题来分别测量公众对中央政府

和地方政府的政治信心：“请问您对于下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怎么样?”答案选项分为六个等级，从“1:完全不可

信；2:相当不可信；3:有点不可信；4:有点可信；5:相当可信；6:完全可信”。从表 1 的描述性统计来看，受访者对于中央政

府的政治信心(均值 5.11)明显高于地方政府的政治信心(均值3.96),符合“差序政府信任”理论所描述内容。因此，在研究中，

分别讨论中央和地方层面政府清廉感知对公众政治信心的影响非常必要。 

2.自变量 

自变量为政府清廉感知，根据前文所述本文将其区分为两种：间接评价和直接经历。我们选择两道问题来测量源于间接经

验的政府清廉感(即间接评价);分别是“在您看来中央官员(地方官员)有多少人腐败”,答案选项分为 4 级，“0:完全没有人；

1:有些人；2:大部分人；3:几乎所有人”。根据表 1,政府清廉感知的间接评价也存在中央与地方的“差序格局”;民众认为中央

官员腐败的程度(均值0.75)低于地方官员腐败程度(均值 1.04),即中央清廉程度超过地方。为便于研究，将赋值进行反向调整，

赋值越高表明公众清廉感的间接评价越高，对政府的清廉感知程度越高。 

关于政府清廉感的直接经历(腐败经历)的测量，我们选取问卷中的“您自己、家人或熟人近几年来亲身经历过干部的腐败

行为吗?”凡是经历过的受访者赋值 1,不曾经历过的受访者赋值 0。从表 1 来看，大约 20%的受访者曾经历过干部的腐败行为。

赋值越高，则表明公众清廉感知的评价越低。 

表 1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政治信心（中央） 369C 5.11 0.90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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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信心（地方） 3741 3.96 1.27 1 6 

政府清廉感知（中央-间接评价） 4068 0.75 0.62 0 3 

政府清廉感知（地方-间接评价） 4068 1.04 0.76 0 3 

认为腐败程度改善了 3602 3.94 0.39 1 5 

认为政府努力打击腐败 3513 3.14 0.61 1 4 

政府清廉感知（直接经历） 3656 0.19 0.88 0 1 

性别 4051 0.49 0.50 0 1 

年龄 4043 48.27 16.31 17 94 

城乡变量（1：城市） 4019 0.34 0.47 0 1 

受教育年限 4038 7.24 4.61 0 22 

自我社会地位评价 3645 5.10 2.06 1 10 

党员 4016 0.10 0.30 0 1 

当前经济状况评价 3699 3.62 1.00 1 5 

父权主义价值观 4068 0.00 0.85 -2.51 1.82 

经常阅读政治新闻 4025 1.00 6.00 3.65 1.79 

对政治感兴趣 3958 1.00 4.00 2.17 0.88 

 

资料来源：根据 CSGS2015 作者自制。 

此外，公众对政府反腐绩效评价也是本文研究的重要自变量，其包含两方面的公众主观评价：腐败改善程度和政府努力打

击腐败的情况。对“公众认为腐败改善程度”的测量根据问卷中，“您认为在过去 3年中，我国的腐败的状况是 1:改善了很多；

2:改善了一些；3:没有变化；4:恶化了一些；5:恶化了很多”。而对“公众认为政府努力打击腐败”的测量则根据问卷中，“您

认为在过去 3 年中，我国政府有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来打击贪污腐败、杜绝贿赂 1:尽了最大努力；2:有努力做一些事情；3:没

有努力做什么事情；4:完全没做什么”,从不同维度分别测量主观反腐感知。我们将这两道题的取值进行倒置处理，使之对政治

信心有着正向关系。从表 1结果来看，民众普遍认可过去 3年政府在打击腐败上做了一些努力(均值 3.14),腐败程度有一些改善

(均值 3.94)。 

3.控制变量 

为避免遗漏变量可能对模型估计结果产生的偏差，根据既有研究的建议(39),在具体分析中额外加入相关控制变量：性别、年

龄、受教育年限、党员、城乡变量(1:城市)、主观社会地位评价(“您觉得您家庭的社会地位在 1-10 哪一个位置上：1:很低；

10:很高”)、对于当前经济状况评价(“您觉得我们国家目前整体经济情况怎么样 1:非常好；2:比较好；3:不好不坏；4:不太好；

5:非常不好”)。
(40)
 

此外，公众的价值观也可能影响政治信心，本文使用因子分析对问卷中包含价值观的下述四道题进行测量。第一道题，“我

们可以相信，政府领导人所做的决定总是正确的”;第二道题，“不管一个国家如何不好或是做错了什么，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

都应该保持对国家的忠诚”;第三道题，“政府的领导人就像大家庭的家长，他们关于国家事务的决定，人民都应该服从”;第

四道题，“只要有道德高尚的领导人，我们就可以让他们决定一切”(1:非常同意；2:同意；3:不同意；4:非常不同意),从中提

取出公因子
(41)

,本文将其命名为父权主义价值观(paternalist value)
(42)
。根据既有研究的发现，越是认同父权价值观的民众，

越不容易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因而其政治信心的水平越高。(43) 

四、实证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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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证结果 

表 2 呈现了对中央与地方政治信心的多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44)
,在模型分析过程导入抽样权重

(45)
,对研究问题进行实证检验。

为进行不同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强度的直观比较，在研究过程中将所有自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除二元变量减去均

值外，其他变量均再除以 2倍该变量标准误(46)。根据对实证数据分析的结果，我们发现以下内容： 

第一，反腐败显著提升了中国公众的政治信心。即公众对政府反腐绩效评价的程度越高，其对中央或地方的政治信心评价

越好。首先，公众主观认为腐败程度得到改善情况，对中央的政治信心回归系数为 0.12,在 1%水平上统计显著，而对地方的政

治信心的回归系数为 0.22,在 1%水平上统计显著。即公众越是对政府的反腐效果具有较高的评价，其对地方和中央的政治信心

水平越高。其次，公众认为政府努力打击腐败这一因素，对中央的政治信心回归系数为 0.14,在 1%水平上统计显著；对地方的

政治信心作用系数为 0.2,亦在 1%水平上统计显著，即公众对政府反腐力度越认可，其对政治信心的评价程度越高。由此说明，

假设 1通过了检验，反腐败显著提升了中国公众对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信心。 

第二，根据表 2的结果可知，公众对腐败的直接经历越丰富，则越会显著降低其对中央或地方的政治信心。其对政治信心(中

央)的作用系数为-0.16,对政治信心(地方)的作用系数为-0.39,方向均为负且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由此说明，直接经历削弱公

众的政治信心，假设 2A 通过了检验。而对中央的政府清廉感知(间接评价)对中央政治信心的作用系数 0.24,地方的政府清廉感

知(间接评价)对地方政治信心的回归系数为 0.87,作用方向均为正且在 1%水平上统计显著。由此说明，间接评价对政治信心具

有促进作用，假设2B通过了检验。因而，假设 2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即政府清廉感的不同来源对政治信心存在相反的作用

效果。 

不仅如此，对中央政治信心的影响中，直接经历的作用系数绝对值为 0.16,而间接评价影响系数为 0.24;而对地方政治信心

影响中，直接经历的作用系数绝对值为 0.39,而中央政府清廉感的间接评价影响系数高达 0.87。由此表明，相比直接经历，公

众清廉感知的间接评价对政治信心的作用效果更突出。 

第三，公众对中央和地方官员清廉感知与政治信心的影响相互独立。根据表 2 结果可知，首先，就公众对中央政治信心而

言，公众的中央政府清廉感越高，则政治信心水平越高，其作用系数为 0.24,在 1%水平上统计显著。然而，公众的地方政府清

廉感越高，反而越会降低对中央政治信心的水平，其作用系数为-0.06,不过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其次，就公众对地方政府的

政治信心来说，公众的地方政府清廉感越高，则政治信心评价越高；然而公众对中央政府的清廉感知越高，反而将降低其对地

方的政治信心评价，其作用系数为-0.17,在 1%水平上统计显著。此外，直接经历对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信心影响都为负，相比中

央政府，其对地方政治信心的削弱作用更为突出。由此说明，公众政府清廉感知分别独立对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信心产生作用，

假设 3通过了检验。不过，这种效应仅存在于公众清廉感知的间接评价，尚缺乏充足的实证证据表明直接经历也有类似效应。 

表 2对中央与地方政治信心的多层次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政治信心(中央) 政治信心(地方) 

β SE β SE 

政府清廉感知(中央-间接评价) 0.24** (0.03) -0.17** (0.06) 

政府清廉感知(地方-间接评价) -0.06 (0.04) 0.87** (0.05) 

认为腐败程度改善了 0.12** (0.03) 0.22** (0.06) 

认为政府努力打击腐败 0.14
**
 (0.05) 0.20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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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清廉感知(直接经历) -0.16** (0.05) -0.39** (0.04) 

性别 0.09** (0.03) 0.01 (0.04) 

年龄 0.15** (0.04) -0.12 (0.07) 

城乡变量(1:城市) -0.10** (0.03) 0.11** (0.05) 

受教育年限 0.05 (0.04) 0.11 (0.07) 

党员 0.04 (0.04) 0.18** (0.07) 

社会地位(自评) 0.07** (0.04) 0.22** (0.05) 

当前经济状况(自评) 0.27** (0.04) 0.24** (0.05) 

父权主义价值观 0.36** (0.04) 0.41** (0.05) 

常数项 5.14
**
 (0.03) 0.01 (0.01) 

省层次方差 0.01 (0.01) 0.001 (0.001) 

R2 0.21 0.26 

样本量 2706 2737 

 

此外，根据表 2 相关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知，反腐败对政治信心的影响过程中存在鲜明的群体特征。公众对当前经济状

况的自评、社会地位的自评和父权价值观强烈地影响他们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心。(1)在控制年龄、性别、收入等其他变

量情况下，个体的经济状况评价对中央政治信心的回归系数为0.27,对地方政府的信心作用系数为0.24,且均在 1%水平上统计显

著。这表明公众对于当前经济状况的评价越高，对于政府的信心程度也就越高。(2)个体社会地位的自我评价对中央的政治信心

作用系数为 0.07,对地方政治信心为 0.22,且均在 1%水平上统计显著。这表明公众对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价越高，其对政治信心的

评价就越高。(3)父权价值对中央政治信心的回归系数为 0.36,对地方政治信心的作用系数为 0.41,且均在 1%水平上统计显著。

这表明越认同父权价值观的公众，对各级政府的政治信心评价越高。 

(二)稳健性检验 

然而，表 2 的两个模型在方法上目前存在两个潜在的问题。第一，自变量多为受访者的主观评价，可能彼此会互相影响。

在对政府信心的模型估计中，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回归系数有所偏差。不过，从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

来看，两个模型中所有变量对应的 VIF 最大仅 1.66,说明可以排除对模型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的担忧。(47) 

第二，因变量与自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政治信心与相关自变量，诸如认为中央官员的清廉程度(即政府清廉感知-间接评

价)、认为地方官员清廉程度(即政府清廉感知-间接评价)、认为腐败程度改善、认为政府努力打击腐败、主观社会地位评价、

对当前经济状况评价等变量的属性相似，同属受访者的主观评价，因而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此类内生性问题会使模型估计的回归系数存在偏差(48)。为解决该问题，本文将进一步使用三阶段最小二阶方程(Three-Stage 

Least Squares,3SLS)(49)来重新估计公众对政府清廉感知与政治信心间关系，以便对表 2中部分模型的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3为稳健性检验的模型估计结果。
(50)
 



 

 9 

表 2 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相比直接经历，公众清廉感知的间接评价(中央和地方)对政治信心有更突出作用。因此，为聚

焦分析，我们仅针对政府清廉感知的间接评价(中央和地方)与政治信心进行稳健性检验，以排除对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的担忧。

为使得联立方程模型 A 和联立方程模型 B 可以识别，本文加入“经常阅读政治新闻”和“对政治感兴趣程度”等两个变量作为

工具变量来估计公众对政府清廉感的间接评价；公众对政治高度感兴趣，或者经常阅读政治新闻，便越容易接触到国家反腐和

官员腐败的相关信息，因而更可能对政府清廉感(间接评价)进行具体而有意义的评判。 

表 3 呈现了三阶段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51)。即便公众对政府清廉感知的间接评价与其对政府信心间存在内生性问题，整体

来看，与表 2 的结果相比，表 3 的结果仍然没有太大的差异。首先，政府清廉感的间接评价对政治信心的作用仍在不同层级政

府间相互独立。公众认为中央官员清廉感程度越高，则对中央政治信心的评价越高；认为地方官员清廉感程度越高，则反而会

降低对中央政治信心的水平。相应的，认为地方官员清廉感程度越高，则对地方政治信心的评价越高；认为中央官员清廉程度

越高，反而会降低对地方政府的政治信心评价。其次，公众对政治信心评价越高，则他们对中央和地方官员腐败程度的评价就

越低(即清廉感知程度越高);换言之，当公众的政治信心提升时，则主观上认为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腐败程度减少了(即清廉感知

增加)。最后，从标准化系数看，相比实际经历，间接评价对政治信心的作用效果仍更强，这一结果与表 2一致。因此说明，假

设 2通过稳健性检验。 

表 3稳健性检验：三阶段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联立方程模型 A 联立方程模型 B 

政治信心(中央) 中央腐败度 地方腐败度 政治信心(地方) 中央腐败度 地方腐败度 

政府清廉感知(中央-间接评价) 0.57** 
  

-3.00** 
  

 
(0.25) 

  
(0.28) 

  

政府清廉感知(地方-间接评价) -0.72** 
  

3.53** 
  

 
(0.23) 

  
(0.26) 

  

父权主义价值观 0.30** 
  

0.27** 
  

 
(0.05) 

  
(0.05) 

  

当前经济状况评价 1.12** 
  

0.26 
  

 
(0.13) 

  
(0.15) 

  

政府清廉感知(直接经历) -0.27** 0.06** 0.20** 0.15 0.05* 0.07** 

 
(0.06) (0.02) (0.02) (0.08) (0.03) (0.03) 

政治信心(中央) 
 

-0.29** -0.24** 
   

  
(0.03) (0.03) 

   

政治信心(地方) 
    

-0.12
**
 -0.27

**
 

     
(0.02) (0.02) 

经常阅读政治新闻 
 

0.08
**
 0.06

**
 

 
0.08

**
 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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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0.02) 

 
(0.02) (0.02) 

对政治感兴趣程度 
 

0.05** 0.06** 
 

0.03 0.03 

  
(0.02) (0.02) 

 
(0.02) (0.02) 

省层次固定效用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2871 2909 
    

 

五、结论与讨论 

美国政治学的知名学者亨廷顿指出，在现代化发展阶段，全球各国的腐败现象更为普遍也更为严重
(52)

。毋庸置疑，腐败是

一个全球性治理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实际行动开展反腐败行动，坚决打击各类腐败行为(53)。

在中国的反腐实践中，国家既“打老虎”又“拍苍蝇”(54),为世界各国的腐败治理贡献了宝贵的中国经验(55)。反腐败作为全面从

严治党的关键突破口(56),时至今日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使压倒性态势开始出现并不断巩固(57)。理论上，全面从严治党和反

腐败赢得了民心，得到中国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58),对公众的政治态度产生深刻影响。根据既有研究和实际经验，本文认

为全面从严治党以来，反腐败显著提升了中国公众的政治信心。 

基于实证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以下结论：第一，实证上进一步证实，反腐败显著提升了中国公众的政治信心。公众对反

腐绩效的评价越高，其政治信心的水平越高。第二，政府清廉感的不同来源对政治信心存在完全相反的作用效果，直接经历会

削弱政治信心，而间接评价能够提升政治信心。此外，在作用效果的强度上，相比政府清廉感知的实际经历，政府清廉感知的

间接评价对政治信心的作用效果更为明显。第三，全面从严治党对政治信心的提升过程中，政府清廉感知对不同层级政府的政

治信心有独立影响。公众对中央政府清廉感知的间接评价能提升对中央的政治信心，却未提升对地方政治信心的评价；公众对

地方政府清廉感的间接评价提升了地方的政治信心，却没有增强对中央的政治信心。当然，这种独立效应仅存在于间接评价的

影响中。此外，本文还发现在政府清廉感知对公众政治信心影响过程中，存在鲜明的群体差异性特征。具体而言，个人社会地

位、经济状况的主观评价越高，其政治信心的水平越高；同时，对父权价值观越认同，公众的政治信心水平越高。 

本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理论意义在于，文章在实证层面验证了中国反腐败行动对提升政治信心的积极作用。

既往研究在应然层面肯定了反腐败对中国政治信心的积极效果，不过这一结论在学界鲜有被经验数据证实。本文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现有文献的不足。同时，文章从公众对政府的清廉感知入手，对政治信心展开分析，并比较了直接经历与间接评价对政治

信心的作用强度，丰富了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公众政治信心影响过程的认识。政策启示在于：首先，公众对反腐败绩效的正面

评价能提升政治信心。因此，在未来，国家仍应继续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保持高压反腐态势。本研究为党和国家继续坚持全面

从严治党，坚持高压反腐提供了一定的学理支持。其次，相比腐败的实际经历，政府清廉感知的间接评价对政治信心作用效果

更明显。因此，在未来，国家应充分利用互联网、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介，广泛向社会各界传播国家大力反腐的决心等相关信

息。同时，还要积极宣传国家的反腐成绩，以便提升公众对政府清廉感知的间接评价，进而提升政治信心。此外，鉴于政府清

廉感知对政治信心的影响具有鲜明的群体差异。在未来，国家应不断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

公平与正义，从而更有助发挥反腐败提升公众政治信心的积极作用。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囿于采用的是单一横截面数据，本文无法深挖公众对政府清廉感知和政治信心间复

杂的因果机制及其作用过程的全貌。此外，本文也难以修正测量公众清廉感知的间接评价和政治信心可能存在的社会期望偏差
(59)。对上述可能存在的问题，需要未来的研究不断完善研究设计，利用更高质量的数据进一步深化对相关问题的讨论，以便发

现与完善其中的因果机制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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